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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后童生、生员的
多种出路和选择
———以四川南部县为例的考察

张 亮

  摘要:停废科举是清季制度与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为缓解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震荡,

清廷尽可能多地为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生员安排出路,如兴办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出台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

等。在四川南部县,童生和生员还有从事新政公务、私塾教读等出路可供选择,且童生还能通过获取“训生”的方式

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此外,清廷及各直省地方在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中亦多有变通,为年龄较大的

童生、生员以及转习新学成绩不佳者宽谋出路。然而,由于清廷对学堂、科举二途的理想化预设,低估了“科举情

节”的影响力,加上忽略州县公务对解决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的重要作用等因素,出路过多也带来诸多问题

并引发系列乱象。这不仅影响清廷疏通旧学之成效,也给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失之于“多”的科举善后举

措,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亦有镜鉴与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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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廷骤停科举,千千万万旧学士子的命运因此发生转折,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学界对此

已从新式学堂、社会流动、科举善后考试等角度进行探讨,从不同侧面展现了科举停废后旧学士子出路与影

响的复杂面相①。然而,由于史事本身的复杂以及研究视野、资料等差异,关于旧学士子出路的研究,至少还

有以下可拓展空间:其一,多种出路并存的概况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其二,新政公务对解决旧学人员出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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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著有: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

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3-108页;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1期,第191-204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

84-99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三章“停罢科举的善后措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219页;张
仲民《“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63-81页;张仲民《“非考试莫由”? 清季朝野

关于己酉优拔考试应否暂停的争论》,《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第108-117页;张仲民《晚清优拔贡的出路———兼论清末的官多为患问

题》,《清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92-104页;张仲民《“科举之废而未废”———清末己酉(1909)优拔考试再研究》,《台大历史学报》2020年6
月第65期,第169-223页;吴晓红《科举制废止后士人心态变迁》,《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07-113页;李发

根《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0-137页;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
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第156-166页。



要作用①;其三,位于科举功名体系最底端、主要居于基层州县、人数多达百万的童生、生员群体的出路状

况②。作为受停废科举影响最大的旧学群体,他们的命运走向不仅关系其自身前途,还关乎国家的发展和未

来,亦影响到后人对科举废止功过是非的评价。
按清代定制,川省举人每年定额60名,后经川督历年争取,增至90-100余名,生员取额约为举人的20

倍,清末全川生员为1966名,其中成都府265名、重庆府198名、保宁府126名、顺庆府137名③等。在废停

科举之际,四川保宁府南部县的童生和生员人数当在4000人上下,远超县内的举人、进士等高阶功名者④。
他们的前途和去向,生动展现了科举停废对科名底层士子以及州县社会的复杂影响,折射出制度变革与人、
社会的互动关联。由此切入研究,不仅可拓展学界关于科举停废的认识,亦可为今日的教育改革提供经验。
本文拟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及政书、报刊、回忆录等资料,
结合笔者此前关于此论题的思考与探索⑤,实证考察南部县生童士子在科举停废后拥有的各项出路和选择

情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反思科举善后之失及其对于今天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一 生童士子的多种出路和选择

科举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大量读书人从事举业及其相关的耕读事业。科举突废,数百万的旧学士子因

举业中断而命运堪忧。其中,身处科名底层却人数众多的童生、生员,他们的出路问题将直接影响社会能否

平稳过渡,甚至清王朝的统治稳定与否。事实上,关于停废科举可能引发的士心流失问题,清廷早有顾虑,为
此出台了兴办学堂、举行科举善后考试等善后举措。在四川南部县,得益于学堂等新政事业的开展,以及部

分旧有出路仍得以延续等因素,位居科名体系最底层的童生、生员仍有较多出路可供选择。
第一,大量的学堂入学机会。停废科举后,学堂成为唯一的上进渠道。四川的学堂事业在停废科举后发

展迅速,不仅层级更为完善,数量和种类亦有增加。对南部县童生、生员而言,可选择的学堂很多,如县内各

级各类学堂⑥、保宁府城各中等学堂⑦、省城各中高等学堂⑧等。这些不同级别和专业的学堂,可吸纳大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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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所藏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来看,时人多将书院、义学、文庙、学田、宾兴以及新政期间的学堂、
警察、自治等相关事务,称作公务、公事、公件、公项,本文用今人较易理解的“公务”指称该类事务。
童生,即未入学之士,统称为童生;生员,即通过童试入学者,按岁试成绩分为禀、增、附、青、社五等(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故宫

出版社2014年版,第6、33-34页)。关于清季童生、生员的数量问题,张仲礼根据学额、生员的平均年岁等要素,估算出太平天国后全国的

生员有91万多人(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
页)。同光时期社会趋于稳定,读书应试之人有所增加,到科举废止时全国生员人数当已不止此数。据康有为估计,当时童生的数量大致为

300万人左右(见: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四月)》,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

210页)。另据王日根以每县1500人计算,当时全国1300余县,差不多有童生450万人(见:王日根《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岳麓书社

2007年版,第40页)。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版,第361页。
从档案来看,南部县文童人数当在1700人上下[见:《南部县正堂为考棚打扫行催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
293-1]。因四川武风较盛,武童比文童多。保守估计,南部县废科举后文武童生数量当在3000至4000之间。至于该县生员人数,从现存文

武生员红案来看,截至1902年,该县文武生员人数为548人,到1905年人数变化当不会很大[见:《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二

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5-647-1]。另外,该县拥有举人、进士功名者可谓“屈指可数”。光绪年间该县举人中式的情况

为:光绪十一年文武科各中式一名,光绪二十二年武科中式一名、文科恩赐副榜一名[见:《南部县学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十三年闰四月

初五日)、《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武生红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武生红案》(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南部县科考新

旧文生红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保宁府南部县学岁考旧新文生红案》(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9-862-
2、Q1-13-387-1、Q1-15-647-1、Q1-16-334-1、Q1-16-920-1]。进士的人数,目前仅见一名为何堃林的武进士[见:《武生何裕平为子武进士何堃

林具领宾兴局光绪三十年应支留京公费并预领三十一年公费银事》(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四),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893-2]。
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曾就此问题进行过初步探察,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修改、提炼完成的,并在逻辑、表述和认识方面均有新的突破。
从南部档案可见,废科举后,南部县所设学堂有南部县初级小学堂、高级小学堂、中级学堂,以及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公立模范学堂、
初级简易师范学堂、蚕桑传习所、巡警学堂、官立初等农业学堂、实业学堂、初等女学堂、半日学堂等十来所普通和专门学堂。参见:张亮《晚
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238-241页。
停废科举后,在保宁府首县阆中县所设学堂有郡城中学堂及师范传习所、川北师范学堂以及山蚕学堂。
停废科举后,在省城成都开设的学堂有省城高等学堂、三邑学堂并附设第五小学堂、省垣川北中学堂、省城保郡公立学堂、致用学堂、省城优

级师范选科学堂、体育学堂、藏文学堂、省垣财政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自治学堂、省自治研究所、巡警学堂、省城农政学堂、省中等商业

学堂、法官养成所暨附设监狱专修科等多种中高级普通和专门学堂。



童士子转习新学。截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下学期止,南部县已开初等、高等小学一百一二十余所,学生

30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童生和生员①。至于出国游学一途,或受风气蔽塞、经济较为落后等因素影响,该县

赴日游学之士,就档案所见,有张瑾雯、赵椿煦、敬心地等10人②。这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比如浙江湖州籍

留日学生103人相较,并不算多③。
第二,参与各项城乡新政公务。晚清新政事务繁多,各州县地方大都需要依靠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旧学士

子落实各项新政,此为童生、生员提供了不少机会和选择。新政期间南部县城设有县自治研究所、县自治筹

办处、筹办全境自治事务所、县城议事会、城镇乡议事会、选举事务所、警察局、矿政调查局、贫民大工厂(后改

为贫民教工厂)、习艺所、教育会、商务分会、农会、农业赛会、戒烟会、医学研究会等数十个新政机构。与此同

时,在该县的乡村地区,还有大量分散于各乡场的烟税、酒税、烟膏、自治、学务、农会、警察等新政事务的分局

机构需人经理。以当时该县所有的80“场”计④,与各项新政有关的分局机构达到500多个。各新政机构均

需一定数量的办事人员,少则两人,多则五、六人。如设于县城的劝学所,设有县视学兼总董1人,劝学员1
人,收支、庶务各2人⑤;而设在乡场的戒烟会,设有会长1-3人不等⑥。据此推算,南部县城乡公务所需办

事人员当在2000人左右。
同时,各级各类学堂也需要较多的办事人员,比如南部县建兴场两等学堂有校长(也称学董、总办)敬锡

光、堂长敬心源、收支胡维瑗、庶务张鹏程等主持学校事务⑦。在清末兴学浪潮中,不少童生、生员获得在新

学堂管理或任教的机会。东路双河场的文生王肇基,在师范传习所学习之后,即被推举为该场安溪寺公立初

等小学教员,不久又担任大桥场学董⑧。类似情形,在档案中甚为常见。据统计,南部县在新政期间,曾任校

长职务的童生和生员多达百人⑨。很明显,新政公务亦可解决相当部分童生、生员的出路问题。
第三,捐纳、出贡。严格来说,捐纳和出贡属于获取更高功名的一种途径,不属于出路范畴,但因更高的

科名对应更好的出路选择,故将此视作出路的一种。就捐纳言,监生虽不属正途,但在停废科举后的学堂入

学、生员考职等方面拥有比童生更多的选择。当时科举虽已停废,童生仍可通过捐监获得更多选择机会。近

代著名经学大家蒙文通,就曾为取得四川存古学堂的应考资格而捐监。与之相类似,生员亦可通过捐纳获

得更高一级的捐贡身份,进而享有更好的出路选择。近年美国学者康文林统计发现,科举废止后的最初两

年,监生和捐贡的数量均有增长。这折射出停废科举后通过捐资来购买提升旧功名身份的童生和生员当

不在少数。另外,出贡方面,宣统元年(1909),新君即位,照例当有恩贡。清廷“恩诏条款内开,各直省儒学,
无论府州县卫,俱于宣统元年以正贡作恩贡,次贡作岁贡”,且“恩贡不加倍,岁贡加倍”。出贡一途,虽未在

清廷的科举善后政策中专门提及,但的确为生员在科举停废后的又一出路,且取额较科举时代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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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知县侯昌镇为禀恳给予胡升庸等五品功牌以奖励其办学成效显著事》(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一日稿)、《南部县视学李雨苍为禀明南

部县办学情事》(宣统元年闰二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25-1、Q1-20-812-1。
参见:《赴日留学生赵椿煦等为具禀购置办设小学堂所需书籍试验器械等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南部县劝学所为计开光绪三十

三年改定高等小学堂附设师范传习所额支各款事》(光绪三十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38-1、Q1-18-539-1。
参见:张珊珊《清末浙江湖州籍留日学生之研究》,浙江工商大学202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南部县各乡村新政事务的推行主要以“场”为中心,其中缘由,或与“场”的交通相对发达,且经济较为活跃等不无关系。关于南部县“场”的数

量,参见:《南部县各场集期里分》,袁用宾修纂《南部县舆图考》,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南隆县署藏版,姚乐野、王小波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

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3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34-235页。
《南部县劝学所为新定南部县劝学所章程事》(光绪三十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39-2。
比如南部县思依场戒烟会会长由文生敬艮充当,东坝场则由杨占锡、夏奇峰、王仲芳三人充当。参见:《刘朝俊、王国桢等为具禀公举杨占锡、
夏奇峰、王仲芳充当戒烟会长事》(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街保熊正发、乡保宋永钦等举文生首士敬艮充当戒烟会正副会长事》(宣统元年九

月初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350-4、Q1-20-350-8。
《学董敬锡光、堂长敬心源等为具禀油行猪行怠玩学款恳祈签催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1-13。
参见:《保正谭廷臣、李毓才等具为禀设学延师恳存案事》(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学董文生王肇基为具禀因地制宜设置学堂事》(光绪

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439-8、Q1-18-524-1。
详见:《附表7

 

南部县办理学务士子统计表》,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305-309页。
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1页。
康文林《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视角》,《社会科学辑刊》2020年第4期,第164-166页。
《南部县知县侯昌镇为移知儒学无论府州县卫俱于宣统元年以正贡作恩贡等事》(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53-1。



第四,私塾教读。科举时代在私塾以训蒙为生的读书人并不鲜见,时人谓“世之舌耕者不少”①。科举废

止,私塾并未瞬时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式学堂长期共存,或者说“较量”②。这意味着旧学士子除了入学

堂,也可进私塾教读。南部县北路界牌垭童生李溪汉,本是“训蒙糊口”,停科举后进入师范传习所学习,卒业

后在私塾教授学生③。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堂等新政事业的开展,尚未取得功名的童生在某些时候得以享有和生员相类似的

选择机会。光绪三十年(1904),南部县定永寺文生杨秀川、武生李金龙、文童李青岚三人,被当地士绅推选为

蒙学总办,经理学堂事务④。其中缘由,当与新政初期人才匮乏,而童生又有一定的学问基础不无关系。
但是,童生、生员毕竟身份有别,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生员还拥有一些童生所不能及的出路可供选择。

约言之,可分为以下两种。一是多种科举善后考试。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下,清政府确立了大致按

年龄分层的科举善后举措。他们认为,年龄偏低的士子可通过转习新学的方式实现新旧过渡,但年龄偏大的

士子或将面临诸多困难,因此,清廷又特意为中年以上的举贡生监出台了相应的善后政策,如考优拔贡、考
职、举孝廉方正等,力求妥善安置年龄较大的旧学士子⑤。这些善后举措,不仅“兼顾到旧学士子的不同层

面”,而且“以生员为重心”⑥。这意味着生员不仅有考职优待,还有与举人贡生同等的考优拔贡、举孝廉方正

等资格,机会不可谓不多。二是继续办理科举时代的州县公务。南部县从咸丰朝至停科举前,负责书院、义
学、各局所以及各乡场事务、各祠庙机构的123人中,生员多达100人,约占总人数的81%⑦。该县生员在州

县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科举虽废止,但科举时代的祠庙、局所公务仍需人经理,这也可解决部

分生童士子的出路。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南部县童生和生员在实际中所拥有的出路和机会,至少还有以下三个差异。其一,

童生可选择的学堂层次和范围,与生员有明显差距。童生一般只能选择进入中小学堂、师范学堂,以及县内

或府城的中级专门学堂就读;而生员在学堂方面的选择则更多,不仅可在本府州县就读,还可到位于省城的

高等学堂,或者选择出国游学,而与功名更高的举贡相比,生员也只有少数学堂不能就读⑧。其二,科举废止

后,童生虽也获得参与州县公务的机会,但县内重要公务,如与新学堂相关的劝学所以及与宪政改革相关的

咨议局、警察局等事务,主要为生员及其以上功名者所把持,童生能参与的主要是乡场事务⑨。其三,生员和

举贡人等可通过系列科举善后考试博取更好的出路,而童生却只能选择就读层级较低的新式学堂,或者参与

乡场公务。
要言之,科举废止,童生虽不至于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但终究不能与生员及其以上功名者相提并论,

尤其是旧功名的获取通道几已断绝。甘肃学政叶昌炽在得知停废科举的消息后,曾在日记中感慨,“旧学出

路尚非虚言,所闭绝者惟童生进学一途耳”,可谓一语中的。获取旧学功名的通道中断,成为万千童生难以

弥补的缺憾。
不过,从南部县来看,科举停废后童生仍能以获取“训生”的方式来弥补旧学功名缺失的遗憾。关于训

生,暂未在政书中见到相关记载,只能从南部档案中瞥见些许端倪。概言之,训生大致包含以下特点:(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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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关于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详情,可参见: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04-402页。
《师范李溪汉为跟单具禀抽提私学学生入公学事》(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13-10。
《南部县衙为札委李金龙等迅速集众筹议设立学堂筹款事》(光绪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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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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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仅见四川省财政学堂明确要求为年龄30岁以下、中西学兼具的举人和贡生,不包括生员。参见:《财政学堂章程》,《四川教育官报》1909
年第7期,“章程”,第1-2页。
南部县曾负责劝学所事务的梅炳岳、邱辑瑞、谢光国、王懋槐、张文培、苏毓岱、张炳文、胡文濬、李雨苍、汪麟洲、孙纯烈、周景濂等,均是生员、
贡生、举人等有旧学功名之人;童生则主要参与乡场的新式学堂公务。详见:《表6-4停科举后参与局所、会、学堂新政公务人员统计表》、《附
表7南部县办理学务士子统计表》,张亮《晚清童试研究———以四川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第249-251、305-309页。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8册,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027页。



都有就读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杨先槐、何煓,不仅对新政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还热衷于宣讲启化乡民①;(2)
不拘年岁,既有年仅26岁的马尊贤,也有已60岁的龚南山②;(3)无需考试,只需本乡场生员及其以上功名

者推举,获知县批准后即可由县儒学颁发“训生执据”以及顶戴奖励③。可见,训生虽然只是州县学官颁给主

动在乡间宣讲新政、启蒙乡民的童生的一种奖励,但因其由儒学颁发,与科举时代生员凭据的发放情况类似,
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时人对新式学堂学生“名不由学署,得终不快”的遗憾④,反映出新学身份并不能化解时

人对传统功名的强烈渴望。
二 学堂入学和科举善后考试的变通与优待

张之洞、袁世凯所拟疏通旧学之议,以及礼部、学部等颁发的针对旧学人员的科举善后之策,主要是据士

子年龄高低分层,并参酌相应的功名等级来安排出路,或进入学堂,或参加科举善后考试⑤。清廷对新式学

堂和科举善后两途的偏重,映射出统治者在科举善后中的力求妥善,即在培养新式人才的同时,尤其注重关

照年龄偏大的旧学人员。
(一)变通学堂考选之法

清季参照东洋之法所设的新式学堂,是一种由低到高的层级体系,学习所需时间较长,从小学到初中毕

业需九年,至高中毕业需十四年,至高等专门学堂毕业则需十七八年,至大学毕业则需二十一二年⑥。停废

科举之初,各级各类学堂得以次第开办,但因初等小学学生尚未到达升转年限,以致高等小学、中学堂等高层

级学堂,面临不同程度的招生难题。当时清王朝上下急于培养新式人才,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按学堂层级渐

次培养学生,遂以变通部分高层级学堂就读资格的办法,来缓解办学初期生源不足的困难。
这在南部县乃至整个四川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按《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为初等小学

毕业生升入肄业之阶”⑦,南部县当时各乡初等小学尚不齐备,高等小学堂招生只得变通考选之法,除在初等

小学堂毕业生中甄别选进外,还“示仰四乡各学生等,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文理通顺,身体强健,并
无嗜好者,皆为合格,均准与考”⑧,其中并无旧学功名方面的明确限考要求,只在年龄、文理、身体等方面有

所规定,意味着童生亦可应考。另外,保宁府中学堂并师范传习所作为级别更高的学堂,按规定本应就“前府

考录备取诸生,及高等小学内之学生合格者”选取,但知县宝震“惟念一县之大,必有程度较高,年龄合格之

士”,且“当此作育人材之际,自未便拘守定章,致碍进步”,遂面谕学界员绅“各举所知,秉公选举,报名投考”,
身份要求为“文理优长,品行纯正,身体健壮,绝无嗜好,年在二十岁以下者”,且“不拘生童”,均可应试,录取

申送⑨。以上变通,不单使童生拥有与生员同等的学堂竞选资格,而且允许旧学根底较好的童生、生员可不

受学制年限的束缚而越级入堂,以节省求学的时间和金钱。
再者,除普通学校之外,童生、生员还可以就读本县、本府内的一些专门类学堂。因师资紧缺,各省在开

办各级各类学堂的同时,还通过附设师范传习所的方式来解决师资不足的难题。如此,童生、生员除了可以

应考普通学堂外,还可以应考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南部知县史久龙即因师资紧缺而开设师范

学堂。彼时该县“遇有新添之校、应换之师,几至无人可派”,史以此现状“殊非慎重师资,力求进步之道”,故
拟在高等小学堂内“附开新班师范传习所,造就师资”;为免“期长费重”,他还参酌前任知县章仪庆的私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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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儒学正堂为给执据与热心新学杨先槐承领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廪生敬昭、文生王弼等为禀恳奖给何煓宣讲新政等有

功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779-2、Q1-20-882-1。
《廪生敬昭等为具禀马尊贤宣讲化世恳褒奖事》(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南部县儒学衙门为给训生龚南山执据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

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812-1、Q1-21-1046-1。
《廪生敬昭文生王弼等为禀恳奖给何煓宣讲新政等有功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县儒学衙门为给训生龚南山执据事》(宣统二年

十二月十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82-1、Q1-21-1046-1。
《为禀明杨先槐热心新学恳给训生事》(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779-1。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63-173页。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323页。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

 

《南部县衙为示期考选高等小学生以备肄业而宏教育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57-3。
《南部县衙为示期试验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427-4。



良会办法变通办理,将学习时间从十个月缩短为四个月,“以期速成”;同时,入学要求也颇为宽松,“如有热心

教育,情愿入所传习者”的县属各生童人等,皆可到劝学所“报名注册,填写愿书,听候届期考选”①。宣统二

年(1910)二月二十七日,蚕桑传习所还“改办复式,接开二班”②。可见,其时因师资紧缺,童生、生员进入师

范类学堂或师范、蚕桑传习所等的机会也相应增多。此外,随着新政的渐次推进,南部县、保宁府以及省城设

立了越来越多的专门学堂,如蚕桑传习所、巡警学堂、实业学堂、官立初等农业学堂等③,为生员、童生提供了

较多的选择机会。
与此同时,停科举初期,各直省高等学堂也通过直接招考有旧学功名者,来弥补专业人才的不足。如四

川致用学堂,要求由各州县申送“举贡生员中学问已优、品行端正”且“年岁以三十六为断”参与考选④;四川

存古学堂只是要求各属“选求文理素优之生徒,备文申送”⑤,并无年龄的限制,除童生外,监生及以上功名者

皆有资格应考(如蒙文通即为应考存古学堂而捐监)。相对而言,高等学堂对旧学士子的身份级别要求更高,
尚未取得旧学功名的童生,进入高等学堂的机会实属寥寥⑥;清末四川师范传习所与各类学堂附设简易师

范、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则是科举制度废除后吸纳与解决旧有举贡生

童出路与生业的一个重要渠道⑦;就目前所见,在川内的高等学堂中仅四川藏文学堂无旧学功名的限制,只
要求“文理通顺,身体健壮”即可⑧。

值得一提的是,清王朝上下还专门为年龄较大的童生、生员等安排出路。学部曾以“振兴教育,急于求师

起见”为由,为“积学尚优,年龄过长,不能入学堂之生童,另寻出身”,鼓励倡设简易师范学堂,其招考范围是

“不拘廪增附监生及文童均可”⑨。这是清廷部院层面为旧学人员谋拟出路时,少有地考虑到年龄较大的童

生群体。在府县层面,保宁府省城中学堂、三邑(南部县、盐亭县、西充县)学堂师范简易科的招生,亦有特别

关照年龄偏大的童生和生员。保宁府省城中学堂办学士绅考虑到科举既停,向学者多,遂表示“合郡学生,或
有年龄逾高等小学堂之格,而程度不及入高等学堂者,亦可入此学堂,预备各项科学,为入高等学堂或中学堂

地步”;三邑中学堂办学众绅不忍摒弃“远道来省”且年龄偏大的童生、生员,遂决议遵照师范简易科章程,
另立简易师范一班,专供“学业尚合中学堂学生程度”的“年龄稍长”者就读。

不仅如此,因新式学堂学制较长,年龄较大的童生和生员对此难免有所顾忌,一些州县特就此情形予以

优容。按照宣统元年(1909)新颁的升学章程,“入初等小学堂,经十学期升高等小学堂;入高等小学堂,经八

学期升中等学堂,以次递升,不得越级”。如是,从初等小学到初中毕业需九年,至高中毕业需十四年,到高

等专门学堂则需十七八年,到大学毕业则需二十一二年。南部县办学官绅针对学堂开办之初“年龄不能齐

一”,且“年龄过长,俟学期学满则太迟,骤升则违限”的特殊情况,通过“准其入别项学堂”的办法予以通融,这
既可解决生童年岁过大的困局,又可“广教育也”,可谓一举两得。新镇坝高等小学堂学生刘鸿钧、黎庆祥,虽
然只在高等学堂肄业二学期,但学问程度已达到中等学堂的要求,却因“年龄过长”、“学期未满所限”,陷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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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衙为出示招考师范生以重教育事》(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244-2。
《南部县衙为出示蚕桑传习所开所日期及各学生届期齐集事》(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1-176-1。
《南部县劝学所为遵札开办简式蚕桑传习所事》(宣统元年)、《敬其富等为具禀该管保正等叠藐示谕抗缴蚕桑讲习所学费禀恳签追事》(光绪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南部县衙为计开南部县实业学堂学生六十名姓名事》(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南部县衙为计开官立初等农业

学堂学生姓名年贯资格造册事》(宣统二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934-1、Q1-21-186-2、Q1-20-876-1、Q1-21-869-1。
《川省致用学堂纲要八条》,《教育世界》1905年第20期,第99页。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筹设存古学堂折》,《政治官报》宣统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第900号,奏折类一第11页。
《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编《四川大学史稿》第1卷(四川大学189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凌兴珍《清末新政与教育转型———以清季四川师范教育为心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269、275、307-311页。
《前总督部堂锡奏开设藏文学堂片》,《四川教育官报》1907年第9期,奏议第3页。
《南部县衙为出示简易师范章程等事》(宣统三年),南部档案,档案号:Q1-22-693-1。
《保宁府衙为协商如有魁星会等未提入公立学堂者即可酌拔寄省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

Q1-17-780-1。
《教职何浒、李雨苍、陈洪泽等为具禀高等小学堂外添设南部西充盐亭三邑中学堂学生事》(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
369-2。
《南部县分县衙门为牒请转送刘鸿钧入省蚕桑学堂学习事呈县衙》(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90-1。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323页。



退两难的窘境,“欲学满学期,则时不能待;欲废学,则前功尽弃可惜;欲入县城师范传习所,则志不甘小就;欲
入别项学堂,则无路可入”,对此,新镇坝唐姓县丞恳请知县予以通融,将他们送入省城蚕桑学堂肄业,“庶升

学之路愈广,而教育亦愈普及”①。由此可见,不只是清廷,一些府州县地方官员,在为旧学士子筹拟出路时,
亦有特意关照年龄偏大的童生和生员。

(二)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

为尽可能多地为举贡生员等旧学士子宽筹出路,清廷出台了优渥的科举善后考试政策。如此,生员不仅

拥有与举人、贡生等一同考试优拔贡、举孝廉方正的机会,还享有专门针对生员群体的考职优待。不宁唯是,
清廷还在取额、身份限制等方面多有放宽,为生员谋划了较多的选择机会。

一方面,取额大幅增加。停废科举后,政务处奏《宽筹举贡生员出路一折》,第一条即是酌加优拔贡额,
“各省均照向额加四倍考取”,“以惠寒畯”②。生员考职亦然,政务处奏议“大省取一百名,中省取七十名,小
省取五十名,其余保送人数约计照取额十倍为断”③。同时,举孝廉方正名额亦大幅增加,“历届考试孝廉方

正,每次不过三四十人”,“近因缩短年限,本月在部报考者已有六百余名之多”④。另一方面,应考资格限制

更少,且程序更简。比如,停科举后,第一届优拔贡考试,“本届各省考取优贡,凡岁试时未经举优,各学一律

准予续报,已报各学如有遗漏,亦可酌量补报”⑤。对于人数较多的生员考职,清廷虑及各省生员“多系寒士,
若概令来京考试,殊不足以示体恤”,遂令生员考职改在本省举行,“准令各州县会同教官慎加遴选保送”,由
各督抚会同学政“认真考试”⑥。两年后,清廷又进一步调整了生员考职章程。按生员考职新章,取录者需

“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由部验看,分发各省试用”,但虑及“此项人员寒畯者多,往返京师,川资难措”,遂“议准

其捐免验看,由外省设局就近上兑”,不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而是就近处理,“准本籍起办清白赴选文结,以
示体恤”,为寒畯之士节省来往川资⑦。可以说,清廷通过增加名额、放宽限制、简化程序等方式,为生员居多

的旧学士子提供了较科举时代更为优渥的上升机会。
其实,清廷最初的设想当是学堂与科举善后考试两途各有所重,互不侵扰。这在生员考职的资格限制方

面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规定“应挑入学堂及现充各学堂教员”、“现入师范学堂”以及“现送出洋游学”的生员不

得参加生员考职⑧。不难发现,清廷意在严格限制在堂学生和教员参加科举善后考试。
然而,为尽可能周全地照顾到转习新学的童生、生员,清廷又根据学堂学生的学习情况将上述限制做了

些许调整。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各项学堂毕业考列下等者”的规定,“除中学堂下等仍给予优廪生,得
有奖励外,其余各项学堂有系旧日举贡生员在本学堂考列下等,并未得有奖励,且实系未升入程度较高学堂

肄业者,应准其一律与考,以昭公允”⑨,即限制成绩优异的学堂学生参加科举善后考,却准许成绩中下等者

与考。
毋庸讳言,上述变通或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转习新学的童生、生员免去后顾之忧,有利于学堂发展。然而,

在当时大部分士人的科名情节依然浓厚,且科举善后考试的分发任用也更优的情况下,这种“体恤”实质上是

让转习新学的“差生”得到了更合心意的选择机会。这相当于变相地鼓励士子放弃新学,继续投身“举业”
之中。另外,此举还打破了学堂、科举善后考试互不“侵扰”的设制用意,不仅为疏通旧学埋下隐患,亦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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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分县衙门为牒请转送刘鸿钧入省蚕桑学堂学习事呈县衙》(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 Q1-20-890-1。
参见:奕劻《奏为酌拟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请旨事》(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全宗,档案号:03-7216-
029;《保宁府衙为具保优生量加推广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1027-6。

 

《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页。
《又奏酌拟变通孝廉方正录用办法片》,《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第1046号,折奏类一,第4页。
《保宁府衙为具保优生量加推广事饬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1027-6。
《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页。
《吏部以生员考职新章录取者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由部验看分发各省试用》,《东方杂志》1908年第5期,第296页。
《礼部奏生员考职用为佐贰杂职折》,《东方杂志》1906年第8期,第177-178页;《保宁府儒学正堂喻为移请会送保送考人数供册到司开考

事致南部县》(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828-1。
《咨复礼部考试优拔及保送举贡并分别学生与考文》(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学部官报》1908年第64期,文牍第3页。
清廷对旧学人员的科举善后,除政务处、礼部所拟系列宽筹出路办法与考试细则外,职司铨选的吏部亦颁发了优厚的铨选任用之策。参见: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1-173页。



新学堂的长远发展。
三 多途并行,问题迭出

科举废止,身处科名底层的童生和生员,因清廷宽筹出路,并未陷入无路可走的绝境。他们除有各级各

类学堂、科举善后考试可供选择外,还有多项新政公务可资参与。又因上述多项举措在实际中多有变通,童
生、生员实际享有的出路比清廷安排的更广、更多、更优。然而,颇为遗憾的是,这些优渥的安排却未能达到

预期的成效。从南部县来看,童生、生员在拥有较多出路和选择的同时,也伴随着种种问题和乱象,给清政府

疏通旧学乃至新政运行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从学堂方面看,部分学生因选择较多,难以专心向学。例如,一些肄业于存古学堂,并非“诚挚‘存

古’之人”,在第三学期“托故请假,潜往官立临时法官养成所投考”,被发现时“录取上课业已月余”①。学生

从存古学堂“悄然”转考他学,反映出清季中学式微、西学勃兴的大环境下,一些旧学士子更倾心于实用之西

学,而为保存中学所设的存古学堂,似不为士子所青睐。宣统二年(1910),南部县文生张登瀛、任履正赴省考

存古学堂,“因误考期,未能入堂”,转而投考提法司书记官②。而像他们这样因延误存古学堂考期,而转考书

记官者,并非个例。上述现象不仅反映出当时可供士人选择的学堂甚多,也折射出时人对数量和种类繁多的

学堂存在上下等级之分,且在选择时会权衡其优劣利弊。
其次,就公务办理而言,多项事务难以兼顾,顾此失彼的情形所在多有。前已述及,南部县仅新政公务就

需上千人办理,但该县当时以生员为主的旧学士子不到600人。人少事繁,一身兼任多职的情况常有发生。
文生谢光国不仅在劝学所、官膏局、选举事务所、自治公所、贫民工厂、习艺所、农业赛会等7个新政事务机构

任职,还担任旧有的三费局首士。一身肩挑数担,精力难免不济。光绪三十年(1904),北路永丰乡邱垭场文

生李廷栋,奉命在离家60多里远的猪 垭办理蒙学、团练、酒捐等事务,因距家较远,致“诸多不便”,“碍难办

理”以上公务,最后集绅议举殷实文生李煜仪接办相关事务③。无独有偶,宣统二年(1910),廪生谢鸿恩一边

在县城“充自治教员及教务各事”,一边受中区劝学员苏毓岱之选举充当龙王堂乡场的学董,因念及“自治在

城,学堂在乡,城乡暌隔,纵能任劳,恐难兼顾”,恳辞另委“公正勤能”的贡生张文培、附生田有年充当学董④。
不难想象,在当时交通不便且城乡距离较远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办理多地公务之不易。

再者,部分士人还有入学堂读书与办理州县公务难以兼顾的纠结。光绪三十二年(1906),南部县王家场

文生徐希勉因“远游省垣肄业”,请将酒捐首事一职暂时委任于龚克状,并表示将于年底回县接任⑤;次年九

月,他想再次“入省肄业”,又推铺民刘荣昌、沈德昭担任首士职务⑥。承办公务的士子,若选择入学读书,往
往不能再兼理公务,遂不得不选择辞退或找人暂时代办。与之相类似者,该县不在少数。后科举时代,入学

堂读书和新政公务都属专职性事务,需当事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此与科举时代读书人可同时兼顾“耕”
与“读”的情形迥异。

此外,科举善后考试对学堂和新政公务的冲击亦不容小觑。尽管清廷明确表示已有出路的学堂师生不

得与考,但由于科举运行千年的惯性效应,以及时人对科举功名的执念等因,不少学堂师生为参考优拔贡,可
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求蒙混与考⑦。此种情形在清季四川颇为常见。

宣统元年(1909)为考优拔之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发现近来各学堂教职员、学生,“以考试优拔之故,辄纷

纷运动,暗中预备,以冀侥幸于一时”;加之“科举将复”的传言四起,他意识到,若不严为限制,难免人心浮动,
“教员之志不专,学生之心纷岐”,“学堂必大受影响”;为此,他对可能会参加优拔贡考试的学堂人员进行了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苦心劝诫,他札饬各府州县,“遵照定章,认真考察”,“除失职寒儒,并未在学堂肄业,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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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郭书愚《四川存古学堂的兴办进程》,《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91页。
《南部县知县伏衍羲为申送本县文生任履正等赴省考试书记官事呈臬宪》(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1-574-1。
《南部县衙为札委文生李煜仪接办猪 垭蒙学团练酒捐事》(光绪三十年五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6-574-5。
《廪生谢鸿恩为禀恳辞退另委事由》(宣统二年二月),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1-48。
《文生徐希勉为具禀远游省垣恳准辞去酒税首士事由》(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四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540-1。
《酒捐首士文生徐希勉为具禀因肄业恳辞并举龚克壮等另委接充事》(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51-7。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修订版),第179-185页;张仲民《“科举之废而未废”———清末己酉(1909)优拔考试再研究》,《台
大历史学报》2020年6月第65期,第182-193页。



充当教习办事人,例准与考外,其各学堂管理员、教员以及在堂学生,无论年月久暂,均一概不准考试”;为示

严厉,他还拟出相应的惩戒办法,如有学堂教员、管理员及在堂学生等“借词出堂,前往应考者,查出即禀明学

司,立予扣考,仍勒令回籍,照旧供职,酌罚月薪,俾知惩惧”,如学生应考,“即行除名,并不准投考他堂,以为

躁进者戒”;为让学堂教员、学生等明白其良苦用心,他解释道:“考试之设所以体恤寒儒,为筹出路”,更何况

在堂员生“年满既有奖励,毕业复予出身”,若“复挟策干时,躐等妄进,与他人争一日之得失”,则是“重利轻

义,不知公德,与朝廷停试兴学之旨大相背谬”①。不难看出,赵尔巽限制的考优拔人员主要为教职员和在校

学生,这与清廷重在禁止学堂相关人员参加科举善后考试的倾向一致。
更严重的是,从南部县看,科举善后考试的影响范围不止学堂相关人员,还有大量参与州县公务的生员

群体。光绪三十二年(1906),西路大桥场小学校长、廪生王光义,“近因皇恩新设贡闱,兼沐县学,公举赴考优

贡”,是以禀请文生王肇基、监生王洪烈二人“代理学堂一切事宜”,对此,知县宝震批道:“该生现将赴省考贡,
准如恳(请),暂委所举之王肇基代理,以重学务,免致废弛。”②州县官不但没有因其身负公务而阻挠,甚至还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一些已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名望的旧学生员,亦会因科举善后考试恳辞公务。
例如南部县劝学所庶务员、廪生张炳文,“今岁沐札委办庶务,兼理文牍,终岁以来,自愧才智短浅,不堪胜任,
何敢伴食,致诮滥竽”,“兼以来年优拔两考,思理旧学,临期一试,是以禀请辞退”③。很显然,上述谦辞不过

是客套之语,欲考优拔才是他请辞的真实原因。劝学所位居南部县六局之首,所内办事员绅所享有的社会地

位和影响力也相对较高,可是,这些新政事务所带来的声望,仍难消抵士人心中对科名的强烈渴望。中江县

视学刘西凯赴省参加优拔贡考试,当是类似心理所驱使④。宣统元年(1909),“优拔试期在即”,南部县自治

研究所庶务兼司会计的增生杜芝田,虽“砚田久荒,固难期一矜之博”,然“值此栈道当前,实不禁老马之恋”,
仍欲一试,但虑及“身负责任,非计筹两全,不免延误公件”,遂让其父、文生杜震熙“暂代月余”,并向县衙保证

“试毕归时,若有贻误,惟生是问”,彼时正值清廷推行宪政、试行自治的关键时期,知县侯昌镇虽表示新政公

务不可耽误,但也未进行阻拦,认为:“该生有志观光,准以乃父震熙暂代,惟所内甫经开办,亟当历事整饬,认
真稽核,毋得久旷时日,有碍自治公益。”⑤不难想见,该县教育、自治等新政要务,势必会因相关负责人考试

优拔贡而受短暂影响。
在新政公务繁杂的情势下,南部县知县对经理新政公务的旧学人员为参加优拔贡考试而将公务委以他

人或辞职的行为,非但没有阻止,还表现出支持的态度。其缘由,除了州县官对旧学士子的同情外,当还有制

度上的合理性,即清廷并未禁止办理公务的旧学士子参加科举善后考试。这恰好暴露出清廷科举善后中的

一项重要失误,即只关注到了科举善后考试对学堂的妨碍,却忽略了其对州县公务人员以及新政事务的不利

影响。在制定科举善后政策时,主要着力于学堂与科举善后考试两途,并对二者进行互不干扰的理想化预

设,而对参与公务的生员人等与考,则未予以限制。宣统元年(1909),南部县还为参加优拔贡考试的45名生

员、贡生等提供宾兴资助⑥,与科举时代并无二致。
事实上,州县公务本可解决大量旧学人员的出路问题。正如南部县廪生王道履所言:“况既停止科举,不

无人士失业之忧,就其间略为变通,位置得宜,未始非系属人心之一道。”⑦然而,在多项新政同时并举、举国

急求富强的情势下,清政府已无暇对各项政策作全盘筹划。加之低估了科举善后考试对旧学士子的吸引力,
只顾“宽”筹出路,对各项出路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估算不足,从而导致理想与现实反差明显。

四 结语

童生、生员是传统社会中“士”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而士为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其所言所行,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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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四川总督衙门为札饬严禁学生利用假期潜往他省就事等事饬南部县》(宣统元年四月十九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44-1;《总督部堂

札文为限制考试优拔事》,《广益丛报》1909年第7卷第14期(总206期),文牍第1-2页。
《校长王光义为具禀公举赴考优贡另举文生王肇基等代办学堂事宜事》(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具),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53-1。
《廪生张炳文为具禀恳准辞退办理学务事》(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8-1300-1。
《视学亦欲考优拔耶》,《广益丛报》1909年第7卷第24期(总216期),纪闻第13页。
《增生杜芝田为禀明赴优拔考试由父杜震熙暂代职务事》(宣统元年七月十八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20-875-1。
《劝学所收支邱辑瑞等为拨炭厘还清借项报销禀复以备存查事》(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南部档案,档案号:Q1-22-689-1。
《校长王道履为具禀忝与学务另举多绅接充校长事》(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南部档案,档案号:Q1-17-348-2。



以为乡人法则也”①。清王朝历来重视笼络士人,以士习引导民风,以达致治②。科举废止前,慈禧担心废科

举“恐失士子之心”,背后更深层的担忧当是此举对其统治根基的潜在威胁③。
科举突废,上至清廷,下至各省州县地方,均有相应的善后安排,使得童生、生员享有较多的出路和选择。

可以说,受废科举影响最大的身处科举功名体系最底层的童生和生员,也是科举善后的最大受益群体。但令

人遗憾的是,清廷因没能协调好多种出路间的关系,低估了“科举情节”的影响力,又忽略了新政公务在解决

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出路方面的功用等,以致在现实中造成种种乱象,非但没能挽回士心,反而引发严重的

社会问题。从南部县可见,童生、生员在基层州县往往同时兼任多项新政公务,带来权力、利益的集中,是清

季“豪绅”得以形成的要因之一。就此而论,科举善后之失,并非没有为童生和生员谋得出路,而是出路太多。
不仅如此,童生、生员等旧学人员由此开始参与县内多项公务,由民氓表率的道德榜样,转而成为参与具

体事务的办事之才,“化民成俗”的教化功用减弱,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此起彼伏的士民争讼,是后科

举时代不容忽略的现象之一。在南部县,凡是参与公务者,尤其是身居要职者,鲜有不涉讼者。何况,“利多

则众必争,供烦则民易扰,闾阎绌其生计,学校时起讧言,流弊所滋,何堪设想。现闻各乡镇纷纷攻讦”④。曾

长期担任南部县书院首士,后又任烟膏局、酒厘首士、矿物委员、经理城工等多项公务的谢鼎,“阅历较深,权
术较熟,上则夤缘官府,下则贿通书差,霸据县中一切要公,如盐务、学务、矿物、商务以及河工、官膏,概归总

理,吞公肥私,以寒微之身骤起家至十余万金,至其剥民之惨,已详具……可提卷澈查”,谢鼎因“植党营私,欺
官藐法”,“国家法纪为鼎势力破坏”,被时人称之为“劣绅”、“地方之累”⑤。这些乱象不仅影响新政成效,也
影响士绅群体乃至清王朝的整体形象。

百余年后的今天,同处一个选择颇多的时代,世人对出路的需求已非简单地谋生和解决温饱问题,仍有

类似于“科举情节”的选择倾向问题。就此而论,清廷为童生、生员宽筹出路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教育改革,
尤其是人才引流机制的建设,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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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九四·学校·劝惩优劣》,《清会典事例》第5册卷383,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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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民风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复古耶”。参见:《钦定学政全书》卷7,海南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3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

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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